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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之前，中国药科大学第一

实验大楼 212 房间的灯，不管春夏秋

冬，总是亮到更深夜静时。这是著名生

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国钧的工

作室。

1937 年常熟沦陷，徐国钧在逃难

途中幸遇当时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

教的同乡周太炎先生。经周先生介绍，

他进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担任助理技

术员，后就读国立药专，并留校任教。

他在昔日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今日

的中国药科大学，整整学习工作了 67

个年头。

徐国钧步入中药领域半个多世纪，

由他主编或参加编著正式出版的教

学、科研专著和参考书达 52部，主审或

审阅出版的著作有 15部；发表了有关

生药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资源

开发方面的论文近 400篇。而这累累硕

果，大部分是他用一只眼睛完成的。

显微鉴定力破“神仙难辨”之说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

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而女

尸的手中竟握着一把中草药。只是这

些草药早已炭化，它们大多被加工成

不规则的块段或细小碎片，经过 2100

多年的“殉葬”，实在难以辨识。

考古工作者很想知道它们究竟是

什么草药、这些草药对古尸的保存能

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中国

汉代医药学史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然

而，考古学家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时，生药显微鉴定的开创者徐国

钧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我国传统的中成药丸散膏丹大多

是直接用粉末药材制成的，然而，一种

中成药经常含有几种、十几种或几十

种粉末药材。徐国钧的学生、中国药科

大学教授余伯阳解释，复方制剂的鉴

定不同于单味药材，方中不同药材的

细胞、组织或内含物常有交叉。所以，

医学界向来有“丸散膏丹，神仙难辨”

之说。

于是，徐国钧决心运用粉末鉴定的

方法攻克这一难题。1956 年，他以家庭

常备良药“灵应痧药”为突破口，通过

反复观察、分析和比较，排除了不同药

材间同类细胞、组织的相互干扰，找出

各种组成药物的专属性特征，成功地从

“灵应痧药”中检出了麝香、蟾酥、天

麻、麻黄、甘草、苍术、丁香、大黄、雄

黄、朱砂 10 种药材，与处方完全一致。

这项研究成果的发表，开创了中国中成

药鉴定的先河。

从 1964年开始，徐国钧发表了《粉

末药材显微鉴定研究》等一系列论文，

并在 1975年把其中 100种粉末药材鉴

定的全文和特征图汇编成册。

在这个过程中，徐国钧发现了不少

中成药成品与药典处方不相符的情况，

在帮助相关部门进行中成药品质监督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正是凭着植物药显微鉴定

这一手绝活儿，徐国钧在接到马王堆药

材鉴别的任务后，与合作者一起，通过数

月努力，成功鉴别出茅香、高良姜、桂皮、

花椒、辛夷、藁本、姜、杜衡、佩兰 9种药

材，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创建中药系统研究新模式

在中药显微鉴定领域，徐国钧早

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很快

意识到，除了要解决中药材真伪问

题，还要关注中药的品质评价，系统

展开质量研究。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药用资源丰

富，有中药近万种，常用的有五六百

种。由于历史原因，地区习惯，用药存

在差异，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以

及多来源品种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对

常用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

研究，明确药材基原，澄清混乱，确定

最佳采收期，建立质量评价标准，为中

药材生产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徐国

钧在《关于中药、天然药物学科发展的

浅见》中写道。

“七五”和“八五”期间，徐国钧作为

主要负责人之一，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常用中药

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并组织南方

协作组完成了 110个大类药材的研究。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每一种药材都

要经过本草考证、药源调查、分类学鉴

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商品鉴定、理

化分析、化学成分分析、采收加工、药

理作用分析 10 个方面

的系统研究，这在中药

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

余伯阳 1987 年成

为徐国钧的博士生，完

整参与了这一项目。他

说，很少有项目会由一

个人完成所有研究环

节。而导师要求一人负责一种药材，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药源调查，采集原植

（动）物标本，作分类学鉴定；收集对口

药材和商品，作性状、显微鉴定和理化

分析，并进行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的

研究。

“徐先生在研究中总是给我们很大

的空间，从不限制我们。他主要帮助我

们明确每个环节的科学目标，至于研

究过程中到底用什么方法、如何实现，

我们可以大胆探索。”余伯阳回忆道，

如果遇到问题，导师会参与把关，也会

邀请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国际同行来

指导学生。

“所以，徐先生的学生借鉴能力都

很强，研究方向也很多样。”在余伯阳

看来，自己科研生涯的学习思维、创新

意识，无不得益于先生。

历经十年攻关，“常用中药材品种

整理和质量研究”课题拉动了生药学

学科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并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徐国钧的名字位列第一。

这也是我国药学院校中唯一的一项国

家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与病魔斗争的一生

徐国钧一生共培养了近 30名博士

生，学生第一次见到他都很好奇，因为

导师戴了一副非常特殊的眼镜，左边

眼镜片像墨镜一样。随着接触的增多，

他们才了解到导师眼镜背后的故事。

1957 年，年富力强的徐国钧与研

究中药化学的赵守训一起满怀热情地

编著高校教材《生药学》。那时正是他

最忙碌的时候，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

三点。

“57 年 10 月初左鼻持续流涕，涕

中带血，经常头痛。当时工作任务重，

我上课时用棉花塞住鼻孔，以免流出

血涕来，且仍能工作到深夜。至 12月中

旬，头痛剧增，出血愈多，不得已到医

院检查，被告知需要住院。住院前一

天，我在左鼻孔塞凡士林纱布、头部剧

痛的情况下上了最后一堂课。”徐国钧

曾记录当时的身体状况。

他最终被诊断为左筛窦未分化癌，

医生不得已将左眶内物全部摘除，包括

他的左眼。这虽然挽救了徐国钧的生

命，但手术和放疗后，伤口表面暴露出

很多碎骨片，他的余生是在持续性头

痛和伤口慢性感染中度过的。

“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向病痛屈膝，

少工作甚至不工作，还是同疾病作斗

争，争取早日工作和多做工作？”如此

自问的徐国钧在术后不到三个月就出

现在了工作台前，半张由于接受放疗

变得焦黑的脸又伏在了显微镜上。

为了保全自己大脑的记忆思维能

力，他坚决不吃止痛药、不打止痛针，

全凭高强度工作对抗伤口的剧痛。术

后两年，徐国钧和教研室的同事合作，

在《生药学》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广泛

调查研究，结合生产实践，编写出了共

计 220 万字的《药材学》。全书插图

1300幅，至今一版再版，被称之为近现

代中药研究的“四大巨著之一”。

1995 年，由于常年受后遗症影响，

徐国钧中风入院。经抢救出院后，已经

年过七旬的他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中。

“徐先生是他们那一代科学家里为

数不多的‘草根’科学家。他从学徒开

始，到就读国立药专并留校任教，得到

了学校、前辈们的栽培和帮助。生病做

手术后，他始终认为是党和国家的关怀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余伯阳深知，先

生一辈子忘我地工作，为国家中药现代

化进程无私奉献，正是源于他内心的感

恩之情———人活着不能忘本。

徐国钧：鉴微百草 矢志兴药
因本报记者 胡珉琦

徐国钧 中科院学部供图


